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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6615282]摘  要：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两步SYS-GMM和广义分位数对环境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 整体上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明显；（2）从不同的分位区间来看，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冲击呈现出“低污染地区增加污染，高污染地区抑制污染”的倒“V”型特征；（3）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中-西”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抑制到促进的阶梯型转变。因此“央-地”政府应当利用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环境分权制度和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机制的改革，协调政府行为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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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6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rough two-step SYS-GMM and generalized quantil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n the who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at is,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the negative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the environment is obvious; (2)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ws an inverted "V" pattern of "increasing pollution in low-polluted areas and restraining pollution in high-polluted areas"; (3)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ws a ladder-like transformation from restraint to promotio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st-Central-West". Therefore, the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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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以“三高”为主的粗放模式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2018年，全国338个主要城市，约有64.2%的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全国地表水1940个水质断面（点位）中，Ⅳ类及以下断面为623个，占32.1%；而在依据以180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参评样本统计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得分和排名得出，我国EPI综合得分为50.74分，位居第120位，排名较2016年退后11名，其中空气质量排名第177名，得分位居全球末尾。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位列全球137个国家（地区）中第27位，较2016年增加一位。由此看出强劲的经济竞争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与环境产生的矛盾逐渐突兀。
那么，面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经济损失，经济健康发展遭遇瓶颈，探寻造成中国环境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已迫在眉睫 [1]。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时反复强调：“要加大对目前环境治理制度的改革，在发展经济时要注重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切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而舍弃对环境的保护”，中国现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证明了粗放经济发展的不可取之处。因此探究“环境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逐渐提上议程。但与中国实际相契合的是多数地方政府官员为博取仕途的升迁，通过扭曲中央政绩考核指标以提高政府政绩，造成地方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上的严重“缺位”，这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环境权力的下放的初衷是希望鼓励地方政府补齐中央政府环境治理上的短板，为当地提供更好的环境公共产品，然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见效甚微，环境分权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折射出目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与约束机制的不足[2]。因此本文以此为背景，探讨当前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黑箱”内的深层机理，既丰富了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方面的研究内容，又为解决我国环境治理困境提供一个重要思路，这对新时代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文献综述
1.1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研究
对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的研究，要从地方政府竞争的属性分析，Breton [3]对“政府竞争”定义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流动要素，通过在税收制度、环境政策等方面展开跨地区政府间竞争。因此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治理这类公共产品的影响为何？
众多学者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造成地方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为了应对财政压力，地方政府通常采取开源节流措施，通过对资本等流动要素的无序竞争增加财政收益 [4]，选择性地忽视环境治理等公共产品 [5-6]，而在中国政府官员以经济绩效为主的选拔标准背景下，赋予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莫大竞争激励 [7]，地方政府以“GDP”论英雄的晋升锦标赛由此展开 [8]，刺激了地方政府对诸如资本和劳动等流动要素资源的争夺，甚至产生不惜牺牲其他非经济职能以换取经济利益的短期行为 [9]。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环境政策首当其冲地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牺牲品，沦为地方政府资源竞争的工具 [10]，这类因流动性资源争夺而产生的“逐底竞赛”结果间接揭示了各区域“污染避难所” [11-13]之谜；而环境污染兼有外部性且能产生跨境效应，使得地方政府通过“搭便车”的形势坐享其他地区的环境治理成果，最后造成地方政府“重经济建设，轻环境治理”的囚徒困境局面；马春文和武赫 [14]也证实了上述所言，地方政府间的流动要素资源竞争加剧了恶性竞争的可能性，通过弱化环境治理强度来增强本地要素资源的吸引力，最终导致环境治理的低效率 [15]。
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转变和公众对环境诉求日益增加，中央逐渐加大对环境绩效的考核，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轨制的导向日趋明确，在诸如此类的政绩考核指标下，地方政府有助于实现对环境治理的良性竞争 [16]，出现“竞争到顶”的行为 [17]；另一方面由于流动资本对环境产生的溢出效应，促使当地政府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地方政府吸引的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在当地造成显著环境效应，其绿色技术使用以及重视环境治理提高了环境污染治理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 [18-19]。
1.2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研究
[bookmark: _Hlk10568926]中国式分权似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经济前进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这类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对于环境治理这类典型的公共基本管理服务，旨在寻求各级政府环境权力的合理适配 [20]，且依赖于财政制度安排 [21]，因此环境分权问题并未从财政联邦主义架构内独立，这也是部分研究者将财政分权指标近似地代替环境分权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和结果 [22]。但是与国外的严格意义法律上的分权有所不同 [23]，中国式环境分权主要是一种事权的划分，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关于环境治理等具体事务，导致各地区的环境分权程度出现异质性，使得中央政府式的集权制环境管理常常出现“央-地”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Oates[24]认为地方政府更能掌握本地信息，然后根据居民需求提供更高效环境公共产品；此外，环境分权不仅对环境职能在不同的治理层级上配置，而且也给地方环境治理实践造就良好契机，使地方政府能因时制宜地对环境问题对症下药 [25]。但鉴于环境污染特殊的公共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多选择“搭便车”行为，产生对环境治理的消极应对 [26-27]。具体而言，地方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到底有何种影响？综合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内容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结果存在两种独对立的观点，一方面，环境分权与集权相比，其在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环境问题的改善上更优，即加大环境分权程度有助于改善污染状况 [28-29]。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左，发现环境分权并未在优化生态环境方面带来积极作用，反而产生了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以及生态承载能力的降低等非预期结果 [30]。如Sigman [31]通过对38个国家的环境财政支出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财政分权都将导致主要流域BOD增加；祁毓 [32]也找了环境分权会促进环境污染的相关证据；更细致的宋德勇 [33]对不同行政分割对“跨界效应”的影响检验发现:环境分权对河流污染呈现促进作用且县边界两侧污染程度呈现出结构性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
通过已有文献可知：①以环境分权为背景，对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探究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研究，但是在中国特殊的体制之下，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又有莫大的区别，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可能不是分权本身造成的；此外，中国是制度“单一制”的国家，在此背景下表现出“压力型”“唯上不唯下”政权特征，扭曲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导致地方政府恶性竞争，进而也可能导致对环境污染的约束不足 [35]。②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衡量大多选取OFDI、GDP增长率、财政收支和官员更替等单方面的指标，鲜有学者将多个上述指标纳入同一综合评价体系考量。③在方法上，未能考虑环境污染可能存在的“锁定”效应，因此传统的计量模型可能致使产生较大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并且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刻画大多比较片面，未能从不同的分布情况去描述具体影响机制。
鉴于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在研究主题上，本文首次对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污染建立统一关系，以期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两难抉择问题，拓展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也为探索环境污染成因提供一个全新视角；②在指标衡量上，将GDP增长率、财政收支和官员更替通过赋值法综合成同一指标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解决指标选取片面性导致的估计结果不具有说服力等问题。③在研究方法上，充分考虑环境污染的时滞性和波动性，运用两步SYS-GMM及广义分位数模型全局刻画环境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具体作用机理，为目前中国环境污染成因理论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论做出些许贡献。
2理论推断
在中国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方面的主体特征主要呈现出三种角色，在宏观上代表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在地方上代表地方人民作为调节地方人民生活福利最大化的管理者，地方政府还代表自己作为既得利益者，即通过对当地的经济建设来实现自身政治绩效以及政治晋升。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与当地官员更多的是短期内快速通过经济竞争来博取政治前途，以牺牲环境来完成其利益最大化[36]。因此在环境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间竞争主要通过策略性动态环境权力的运用对环境产生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重经济增长，轻环境治理”的经济结构忽视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导致在环境治理方面缺乏政策及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外来资金注入，通常倾向于运用手中的环境自由裁量权放松环境管制和环境政策，展开“逐底竞争”。因此，借鉴Smith [37]书中理论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
假定有2个政府参与群体分为A和B,A和B进行随机重复性博弈，政府A和B在执行（不执行）环境治理后其区域污染物减少（增加）量用R1（I1）和R2（I2）表示，政府A和B的在环境分权下的环境治理成本用C1和C2表示，政府A（B）对B（A）的外部性系数（）。假定政府A（B）在B（A）执行环境治理策略时选择不执行环境治理治理策略受到中央政府的处罚为（奖励）D（M）；为地方政治绩效评价中所考虑环境治理的权重 (0＜＜1)。假定地方政府群体A（B）中执行环境治理策略比例为x（y），则不执行环境治理政府比例为（1-x）（1-y）。A类政府执行环境治理的动态方程如下:

选择不执行环境治理的期望方程为:

地方政府群体A的平均期望方程为:

根据Malthusian方程，地方政府A的环境治理策略动态方程为：

则地方政府A选择执行环境治理策略的动态方程为:

地方政府群体B方面，选择执行环境治理的收益方程为:

选择不执行环境治理的收益为:

地方政府群体B的平均期望函数为:

则地方政府B选择执行环境治理策略动态方程为:

那么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获得收益最大化函数为，
；
根据A和B各自原始动态方程求解该方程的一阶导数


为了得到环境治理函数的结果，分别令，，从而求解出关于（x，y）的合作策略集合，分别是（0，0）、（1，1）、（0，1）（1，0）（）,下面做出具体的分析：
当策略集合为（0，0）时，对于两地政府来说，都为不执行环境治理，这通常表现在地方政府竞争初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地方政府竞争在量化GDP速度和数量上盲目攀比，在生态环境等非经济产品方面表现为竞相降低环境门槛，最终各地方政府间沦落为囚徒困境局面，即最后走向“逐底竞争”。
当策略集合为()或()时，此时无论y(x)取何值都为0，这也就表现B(A)政府群体既可以选择执行环境治理也可以选择不执行环境治理，由于环境治理具有较高的成本及收益的不显著性，那么在现行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搭便车”策略享受其他地区环境治理的成果。
当y>或者 x>时，x(y)=0和x(y)=1是x(y)的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由于F'(1)<0,所以x(y)=1是最终的博弈策略，因此当地方政府B比例选择环境治理大于时或地方政府A比例选择环境治理大于时，地方政府群体A（B）逐渐转向为执行环境治理策略。
当y<或x<时，x(y)=0和x(y)=1是x(y)的两个可能的稳定状态点。由于F'(0)<0，所以x(y)=0是最终的博弈策略，因此当地方政府B比例小于或当地方政府A比例小于，地方政府群体A（B）逐渐转向为搭便车的方式不执行环境治理策略。
在现行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指标直接对环境治理策略产生冲击，环境措施执行时兼有“政治人”属性的地方政府，但又考虑其自身利益又兼有“经济人”性质，因此对环境分权上动态性偏好，在侧重GDP指标考核时，地方政府具有“轻环境，重增长”的现象，但随着环境考核“一票否决制、生态环境破坏终身追责制”等陆续出台，把环境治理纳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并将其在考核指标的权重增大，地方政府不再唯GDP论英雄，地方政府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将会加大，地方政府最终竞争策略演化为（1，1），最终出现 “逐顶竞争” [38]。
3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3.1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刘建民等 [39]、徐鲲等 [13]的研究思路，将地方政府竞争、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纳入统一的理论与模型分析框架，研究在环境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如何影响环境污染。考虑到所选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将部分变量取对数处理；其次参考Arellano&Bond [40]等提出的广义矩估计(GMM) 方法，将省际间环境污染指标滞后一期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理论模型中，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期解决模型本身存在的内生性；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不仅能够解决弱工具变量等问题，而且可以保留非观测截面个体效应及个体时间固定变量，故本文采用SYS-GMM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的基准回归模型：
(1)
                    (2)
          (3)
为进一步研究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调节效应，在理论模型中加入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并且构建如下模型：
[bookmark: _Hlk5902622][bookmark: _Hlk5839229] (4)
考虑到现实情况，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可能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如经济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期望更高，即使拥有良好的环境分权制度，也很难付诸于实践；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兼顾环境和经济的共生状况；因此本文将广义分位数引入数理模型进行具体刻画分析。广义分位数精确能够地刻画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状况的影响，并且能够扫描捕捉分布的尾部特征，当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被解释变量分布产生异质性效应时，其阐释的变量分布特征更为全面，从而回归效果更加稳健，因此在Powell [41]、Koenker &Bassett [42]研究基础上，建立分位数回归函数模型：
[bookmark: _Hlk5902499]设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为, 则的分位数表示为：
                          （5）
                （6）
上述函数中，表示分位数值取值空间，为检验函数。
依据（5）（6）函数设定分位数回归模型：
                                    （7）
那么分位数线性回归满足：
                           （8）                      
在线性条件下求出的分位数函数：  
                                  （9）
                   （10）
式中，表示地区，表示年份，为总体环境污染水平，为城市化滞后一期项，为总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政府竞争程度（）使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和官员升迁压力（）两类指标表示，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平方项、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强度（）和技术创新（），为待估系数， 为模型的扰动项。
3.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3.2.1被解释变量
[bookmark: _Hlk16614174]总体环境污染水平（pol）。借鉴祁毓等 [16]、游达明等 [43]的研究范式，将工业固体废弃物（polg）、工业氮氧化物（poln）、工业废水（polw）、工业废气（polgas）、工业烟（粉）尘（pold）和工业二氧化硫（pols）通过使用赋予差异化权重的熵值法计算出各类污染物总环境污染指数，来考察政府竞争与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3.2.2 核心解释变量
官员竞争是多维的，单一的指标无法反映官员的具体竞争程度，以为本文选用两个指标来官员的具体竞争程度：
官员升迁压力（com）。对于这一指数的构建，鉴于近些年上级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以经济效益为主，参考钱先航等 [44]、徐现祥等[45]和周黎安 [8]的做法，将地方政府主要关注的财政竞争、官员更替和经济增长竞争三个方面去定量分析官员竞争程度。财政竞争=（各省际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各省际财政收入。对于官员替换次数的衡量，通过建立能反映出地方官员官场竞争环境的代理变量，如果党政首长的替换（省委书记、省长和自治区书记及主席），则此代理变量取值为其余身份党政首长加权替换人次与本省党政首长加权替换人次之差，并将代理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方式如下，记第b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量为 Nb，第b省党政一把手（省委书记、省长和自治区书记及主席）替换总人次为 Ma,b，则第 b 年第a 省的官员升迁压力为：

衡量财政竞争和经济增长竞争的指标若在当年的数值并未超过均值，将其赋值为1，否则为0； 官员竞争指数小于当年均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再将得分相加就得到官员升迁压力( com)。该变量取值范围为（0，3），且数值越大竞争压力越大。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pofdi）。因我国各省际间环境治理、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等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张军等 [46]、张彩云和陈岑 [16]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主要体现在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竞争上，某地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越高，该地区竞争强度越大，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衡量地方政府竞争另一情况。其通过当年汇率将美元置换为人民币后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各省常住人口数之比衡量。
环境分权（env）。环境事权和管理权在“央-地”政府之间的划分程度和划分方式称之为环境分权。通过对环境事权和责权在“央-地”政府之间因时制宜加以规划，其表现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权力的调整和干预，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方式的约束效应和治理目的的激励效应，再根据不同省际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差异属性赋予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最终使环境分权在“央-地”达到激励与惩罚互补状态，将诸如环境类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最大化。本文参考祁毓等 [32]的做法， 测算环境分权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为省年的环境分权程度； 为省年的环保系统人员数，为第年全国(含中央与地方) 环保系统人员总数； 表示省年的人口规模，表示第年全国总人口规模； 表示省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示第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3.2.3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较多，因此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水平及其平方项、城镇化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其中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gdp衡量。城镇化率（ur）采用城镇人口与常驻人口比值衡量。能源消费结构（es）采用全部能源消耗折算成煤炭消耗量后（以标准煤计算）与GDP之比衡量。产业结构（is）采用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衡量。技术创新（rd）采用每万人专利授予数量衡量技术创新。
3.2.4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5至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数据分析样本，所采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国领导干部资料库、各省的统计年鉴等。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本文剔除西藏，部分省份数据存在少许的缺失值，直接影响回归结果，因此缺失值通过matalab2017线性插值法补齐，相关数据描述性统计见下表1。
表1 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符号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总体环境污染
	Pol
	360
	0.033
	0.005
	0.025
	0.043
	熵值法

	工业废气
	Plogas
	360
	4.490
	3.128
	0.068
	25.788
	亿标立方米/万人

	工业二氧化硫
	Pols
	360
	166.846
	114.340
	5.630
	607.199
	吨/万人

	工业氮氧化物
	Poln
	360
	125.457
	94.281
	12.391
	651.881
	吨/万人

	工业（粉）烟尘
	Pold
	360
	112.500
	86.227
	4.636
	478.186
	吨/万人

	工业废水
	Polw
	360
	16.191
	8.529
	0.496
	47.631
	吨/人

	工业固体废弃物
	Polg
	360
	0.963
	1.624
	0.002
	13.060
	吨/人

	政府竞争
	Com
	360
	1.269
	0.878
	0.000
	3.000
	赋值法

	
	Pofdi
	360
	0.102
	0.127
	0.0001
	0.851
	元/人

	环境分权
	Env
	360
	0.872
	0.404
	0.200
	2.264
	无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360
	3.682
	2.279
	0.505
	11.820
	万元/人

	技术创新
	Rd
	360
	0.921
	1.902
	0.300
	18.685
	件/万人

	产业结构
	Is
	360
	39.960
	8.057
	11.904
	53.036
	%

	能源消费结构
	Es
	360
	1.085
	0.601
	0.271
	4.140
	吨/万元

	城镇化率
	Ur
	360
	52.384
	14.031
	26.863
	89.607
	%


4实证检验与结果说明
4.1不同污染物检验
表2为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分权对6类污染物的回归估计结果。从表2得知，AR(2)的P值均大于0.1，拒绝了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工具变量选取有效，故两步SYS-GMM方法估计结果可信。具体分析，滞后期一期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上期滞留的污染物会影响后一期的环境状况，即存在典型的污染物“时空锁定”效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环境分权的系数在0.1110~0.9593之间，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直接证明了环境分权程度的提升将会加剧地区的环境污染，即赋予过大的环境自由裁量权这种制度因素是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衡量地方竞争程度的2个指标均为正，其中官员升迁压力系数在0.0162~0.1442之间，至少在10%的水平下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区间为0.0757~0.8670之间，表明地方政府的竞争将会促进环境污染，即各地方政府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通过牺牲环境获得政治利益，使各辖区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经济发展水平（pgdp），人均GDP（pgdp）与其二次项（pgdp2）的回归系数一正一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具有明显非线性关系，且存在之间存在“先升后降”的趋势，验证了“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存在。科技创新（lnrd）的系数为负，但科技创新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抑制效应并不显著。城镇化（lnur）的作用并不明确，一方面过快的城镇化势必会对当地环境承载力带来较大冲击，另一方面城镇化会带来产业集聚以及产业升级调整，带来正外部性经济的集聚效应，减少环境污染。产业结构（lnis）整体上对环境污染为正，可能原因是工业结构并未迅速完成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还会继续增加环境污染。能源结构（lnes）的系数均为正，验证了我国目前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大部分还是依赖对环境影响较为严重的传统能源，在新的高效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上还存在很大进步空间。

表2 不同污染物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npolgas
	lnpolnsgas
	lnpols
	lnpols
	lnpoln
	lnpoln
	lnpold
	lnpold
	lnpolw
	lnpolw
	lnpolg
	lnpolg

	滞后一期
	0.280 8***
	0.514 9***
	0.653 8***
	0.438 2***
	0.229 8***
	0.300 6***
	0.463 7***
	0.456 6***
	0.693 8***
	0.732 9***
	0.603 1***
	0.758 6***

	
	(6.36)
	(14.60)
	(29.35)
	(18.29)
	(18.08)
	(11.51)
	(10.24)
	(15.1 6)
	(27.74)
	(27.25)
	(11.05)
	(17.22)

	Env
	0.670 1**
	0.176 3**
	0.111 0***
	0.186 3**
	0.351 9**
	0.196 9*
	0.823 5***
	0.959 3***
	0.141 6**
	0.130 8**
	0.899 6**
	0.378 9**

	
	(2.56)
	(2.31)
	(2.64)
	(2.30)
	(2.39)
	(1.69)
	(3.49)
	(5.29)
	(2.21)
	(2.55)
	(2.39)
	(2.22)

	Com
	0.051 8***
	
	0.016 2**
	
	0.047 7**
	
	0.018 1*
	
	0.025 0***
	
	0.144 2***
	

	
	(2.76)
	
	(2.40)
	
	(2.34)
	
	(1.71)
	
	(4.71)
	
	(4.01)
	

	Pofdi
	
	0.075 7
	
	0.561 1**
	
	0.867 0*
	
	0.429 6
	
	0.577 2**
	
	0.097 5

	
	
	(0.64)
	
	(2.28)
	
	(1.73)
	
	(0.71)
	
	(2.28)
	
	(0.29)

	Pgdp
	0.532 4***
	0.504 0***
	0.315 8***
	0.507 0***
	0.220 8***
	0.517 0***
	0.496 2***
	0.557 8***
	0.109 5***
	0.099 5***
	0.533 8***
	0.110 7

	
	(9.36)
	(9.82)
	(12.04)
	(12.02)
	(4.28)
	(10.41)
	(7.03)
	(11.64)
	(9.62)
	(3.40)
	(4.71)
	(1.14)

	(Pgdp)2
	-0.029 9***
	-0.028 1***
	-0.023 3***
	-0.037 0***
	-0.021 9***
	-0.037 4***
	-0.016 4***
	-0.020 2***
	-0.009 8***
	-0.009 5***
	-0.032 0***
	-0.008 6*

	
	(-6.46)
	(-7.76)
	(-19.18)
	(-13.21)
	(-6.58)
	(-8.28)
	(-2.69)
	(-3.50)
	(-5.94)
	(-3.14)
	(-4.91)
	(-1.75)

	Lnrd
	-0.020 5
	-0.1317***
	-0.0547***
	-0.120 3***
	-0.037 2*
	-0.106 9***
	-0.570 7***
	-0.635 8***
	-0.020 1**
	-0.000 2
	-0.023
	-0.199

	
	(-0.84)
	(-7.16)
	(-4.05)
	(-6.53)
	(-1.79)
	(-4.48)
	(-7.72)
	(-10.81)
	(-2.02)
	(-0.01)
	(-0.72)
	(-1.48)

	Lnis
	0.243 0*
	0.151 8**
	0.183 6***
	0.213 6***
	0.362 7***
	0.141 6***
	0.057 1
	-0.059 6
	0.227 8***
	0.157 8***
	0.110 2
	-0.011 2

	
	(1.79)
	(2.31)
	(9.00)
	(2.72)
	(6.45)
	(2.66)
	(0.27)
	(-0.29)
	(8.77)
	(3.89)
	(0.58)
	(-0.11)

	Lnur
	-0.246 2
	-0.538 6***
	-0.127 6**
	-0.193 2
	0.547 4***
	0.030 6
	0.698 0
	0.887 6*
	0.309 0***
	-0.014 9
	-2.931 3***
	-3.333 3***

	
	(-1.49)
	(-10.19)
	(-2.04)
	(-0.93)
	(3.40)
	(0.27)
	(1.48)
	(1.86)
	(2.90)
	(-0.09)
	(-3.51)
	(-5.56)

	lnes
	0.6507***
	0.3610***
	0.5028***
	0.783 6***
	0.336 1***
	0.677 9***
	0.555 9***
	0.502 5***
	0.076 2**
	0.072 0**
	0.266 3
	0.065 6*

	
	(7.55)
	(5.75)
	(10.82)
	(11.12)
	(3.96)
	(14.00)
	(4.65)
	(4.69)
	(2.17)
	(2.51)
	(1.53)
	(1.74)

	_cons
	-0.996 7
	0.623 5**
	0.620 9**
	1.263 0
	-0.698 3
	1.061 4**
	-3.187 7
	-4.109 0**
	-1.557 3***
	-0.179 4
	8.541 0**
	12.667 1***

	
	(-0.89)
	(2.00)
	(2.45)
	(1.51)
	(-0.98)
	(1.96)
	(-1.47)
	( -1.97)
	(-5.14)
	(-0.25)
	(2.17)
	(5.73)

	AR(2)
	0.18
	0.08
	-0.20
	0.82
	-0.29
	-0.39
	-0.69
	-1.52
	1.24
	1.23
	-0.82
	-0.57

	
	[0.845]
	[0.937]
	[0.840]
	[0.411]
	[0.769]
	[0.696]
	[0.491]
	[0.218]
	[0.213]
	[0.220]
	[0.412]
	[0.567]

	Hansen test
	26.55
	27.54
	25.49
	21.55
	26.82
	28.96
	25.72
	26.9 3
	26.24
	23.94
	24.22
	20.74

	
	[1.000]
	[0.992]
	[0.112]
	[0.120]
	[0.43]
	[0.999]
	[1.000]
	[0.763]
	[0.241]
	[0.350]
	[1.000]
	[0.996]

	N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注: 1)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 ()内为z值，[]括号内为p值
4.2总体环境污染检验
上述六类污染物对环境污染影响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使本文所得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将六类污染通过熵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赋予不同权重构造一个新的总体环境污染的指数，该指数越大表明环境污染程度就越高。使用两步SYS-GMM构建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总体关系。由表3的回归结果分析可知，AR（2）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Hanse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整体回归结果可信。从表3分析得出，总体环境污染滞后一期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环境污染存在一定的积累效应，前期环境污染仍然会持续对后期产生影响。
从环境分权的回归系数来看，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环境污染的促进作用显著。中央环境管辖权力过度倾向于地方，造成中央在环境管理事务中缺位，导致地方环境机构人员冗杂，多数环境保护机构职责划分不明，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分权治理的矛盾，地方政府握有较大环境裁量权，但并未依据自身情况实施环境标准以及管理制度，这些具体表现在减少环境保护宣传、减少环境保护治理投资、缩减环境保护人员岗位、放松环境执法、环境监察以及忽视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整个环境管理体系并未发挥出真正作用，直接导致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方式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进而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在环境分权度的把控上还应进一步提高。
从衡量我国地方政府竞争2个分项指标来看，竞争程度的加大将会加剧环境污染，而且从环境分权和地方政府的交互项系数也得出类似结论，伴随着环境分权行为的进一步激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凸显，即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共同恶化了环境状况，各地方政府出现“逐底竞争”的行为。一方面，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地方政府拥有管理主体、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的 “三位一体”特殊属性 [17]，在管理上过程中既充当选手，又充当裁判，充当选手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行动偏好被“政治晋升”所支配，直接导致政府行动的天平向经济主体、利益主体倾斜；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导向，地方政府的政策方向受到上级政府“层层加码”经济增长目标的驱动，官员为获得晋升把衡量经济增长的GDP作为晋升途径主要指标，导致地方政府展开“GDP晋升锦标赛”，诱发地方政府将GDP最大化，造成在经济增长上 “一枝独秀”。此外，地方环境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保护上等公共品的投入上进行选择性的忽视，造成较强的环境负外部性，这种以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增长直接加剧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以及利益而运用手中权力就上级政府制定的激励指标展开“标尺竞争”；对地方政府而言，“招商引资”是标尺竞争的重要策略，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为了争夺外商投资，向外商在环境以及招商政策方面加以妥协，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恶性竞争，竞相利用环境自由裁量权降低环境标准，造成“逐底竞赛”，忽视地方环境问题，增加污染物排放。
表3 环境污染指数及交互项实证结果
	变量
	(13)
	(14)
	(15)
	(16)
	(17)
	(18)

	
	lnpol
	lnpol
	lnpol
	lnpol
	lnpol
	lnpol

	L.lnpolz
	0.606 2***
	0.650 1***
	0.835 3***
	0.886 4***
	0.789 3***
	0.851 2***

	
	(17.10)
	(19.08)
	(30.77)
	(43.80)
	(16.48)
	(35.50)

	Com
	0.005 0*
	0.006 7**
	
	
	
	

	
	(1.77)
	(2.52)
	
	
	
	

	Env
	
	0.082 7***
	
	
	0.054 7***
	

	
	
	(3.91)
	
	
	(2.77)
	

	Env*com
	
	
	0.015 7***
	
	
	

	
	
	
	(4.48)
	
	
	

	Pofdi
	
	
	
	0.039 3*
	0.008 1
	

	
	
	
	
	(1.78)
	(0.34)
	

	Env*pofdi
	
	
	
	
	
	0.199 0***

	
	
	
	
	
	
	(6.20)

	Pgdp
	0.056 5***
	0.033 0**
	0.026 8***
	0.018 4***
	0.019 2**
	0.013 2**

	
	(5.57)
	(2.53)
	(3.93)
	(4.92)
	(2.09)
	(1.97)

	(Pgdp)2
	-0.001 0
	-0.000 2
	-0.000 2
	-0.001 3***
	-0.000 5
	-0.000 8*

	
	(-1.23)
	(-0.29)
	(-0.43)
	(-3.83)
	(-0.87)
	(-1.70)

	Lnrd
	-0.079 8***
	-0.063 8***
	-0.036 2***
	-0.014 0***
	-0.019 3***
	-0.004 2

	
	(-13.80)
	(-11.24)
	(-6.02)
	(-2.58)
	(-5.81)
	(-1.42)

	Lnis
	-0.001 2
	-0.028 4*
	0.038 6***
	-0.026 3**
	0.007 6
	-0.012 3

	
	(-0.05)
	(-1.89)
	(3.44)
	(-2.49)
	(0.60)
	(-1.22)

	Lnur
	0.061 4
	0.205 0***
	-0.041 4
	0.030 9
	-0.019 9
	-0.071 9***

	
	(1.23)
	(3.78)
	(-1.38)
	(0.91)
	(-0.82)
	(-4.17)

	Lnes
	0.013 6
	0.015 9
	-0.018 3
	0.008 3*
	0.009 3
	0.010 8

	
	(1.26)
	(0.51)
	(-1.01)
	(1.67)
	(0.54)
	(1.01)

	_cons
	-1.86 43***
	-2.16 34***
	-0.698 1***
	-0.472 3***
	-0.800 2***
	-0.231 4***

	
	(-8.09)
	(-7.28)
	(-5.77)
	(-2.73)
	(-3.02)
	(-2.72)

	AR(2)
	-0.73
	-0.53
	-0.63
	-0.68
	-0.62
	-0.77

	
	[0.464]
	[0.594]
	[0.525]
	[0.494]
	[0.534]
	[0.441]

	Hansen test
	26.54
	19.73
	22.12
	24.25
	23.89
	26.80

	
	[0.379]
	[1.000]
	[1.000]
	[0.993]
	[1.000]
	[0.975]

	N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注: 1)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z值
4.3广义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和表3 的回归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衡量地方政府竞争变量的系数显著性不一，为了解释其内在原因，将广义分位数引入模型之中。广义分位数不同于两步SYS-GMM估计，其刻画不同条件分布下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而且能够纠正传统模型均值回归带来的偏误，在数据出现离群值时也能规避其造成有误结果。因此参考传统的分位数模型，本文选择10%、25%、50%、75%、90%这5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效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分权系数也逐渐增大。环境污染越高的区域，其环境分权程度越高，将环境自由裁量权的过度下放，地方政府可能并未根据当地环境特性制定保护环境的相关政策，反而在环境治理上为了获取经济效益，加大生产性行业的投资，对环境类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未能切合实际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环境自由裁量权下放难以发挥环境管理的作用，因此过度分权的环境管理模式并未改善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现状 [28]。
从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的指标可知，官员升迁压力系数在10%-50%低分位段内，地方政府竞争系数为正且逐渐增大，在50%分位点达到峰值；但是在75%分位点与90%分位点表现为1%水平下显著为负数且系数绝对值逐渐增大；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在10%的分位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弹性系数值在25%达到最大值，最后在75%出现拐点，表现出高分位点的环境污染将会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大而显著下降。地方政府竞争指标整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V”型轨迹，这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当环境污染处在低分位点时，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不高、环境污染事件敏感度低、公众监督能力低为背景，并在“中国式”官员晋升机制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可能减少环境投资以及环境管理，降低对环境保护标准，吸纳较多能为地方政府创收的高能耗企业，用更多的生态资源为代价以换取短期经济的增长效应，所以低分位段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加剧。在高分位段，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抑制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各类环境公害事件频繁发生，人民周围生活的环境质量显著下降，直接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监督企业污染物乱排乱放以及政府的环境治理进程，政府顾及环境方面民生问题和公众的舆论压力，考虑到公众对环境的诉求，地方政府行为从外而内得以修正。再者地方政府为贴合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号召，从而将环境保护纳入政府经济发展体系之中，侧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正从单一化目标控制单元的粗放型经济行为逐渐转向为动态复合多目标控制单元的集约型经济行为，完成在竞争过程中环境政策自我约束机制的加强，从而提高自身政绩竞争能力。最后可能得益于政府短期经济投机行为所诱发的环境负外部性受到中央政府环境问责机制的约束、对环境权力的重新界定和划分，最终表现出环境污染水平的下降，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由从正相关向负相关的非线性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所导致的长期的污染效应不再持续。这一结论与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困境”相符，即在环境分权为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具有及矛盾又统一的两重性，即随着我国地方竞争激励制度的不断完善，“趋劣竞争”逐渐从“逐顶竞争”过渡，“央-地”关系逐渐从经济“一枝独秀”转为“百花齐放”聚焦环境等公共产品服务为主方向转变。
表4 分位数回归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5726622]变量
	10%分位点
	25%分位点
	50%分位点
	75%分位点
	90%分位点

	Env
	0.0468***
	0.013 0***
	0.06 20***
	0.031 5***
	0.068 8***
	0.068 7***
	0.098 1***
	0.071 7***
	0.106 2***
	0.085 5***

	
	(5.94)
	(3.19)
	(7.22)
	(3.58)
	(6.18)
	(4.22)
	(7.61)
	(4.80)
	(5.07)
	(3.09)

	Com
	0.021 4**
	
	0.026 0***
	
	0.037 2***
	
	-0.011 1***
	
	-0.017 2***
	

	
	(2.11)
	
	(3.92)
	
	(6.71)
	
	(-2.51)
	
	(-4.45)
	

	Pofdi
	
	0.276 2***
	
	0.395 1
	
	0.065 3
	
	-0.237 3**
	
	-0.300 1***

	
	
	(3.05)
	
	(0.57)
	
	(0.65)
	
	(-2.29)
	
	(-4.65)

	Pgdp
	0.075 9***
	0.037 1***
	0.012 5**
	0.093 2***
	0.076 6***
	0.056 1***
	0.059 2***
	0.073 9***
	0.068 6***
	0.019 3***

	
	(2.99)
	(2.56)
	(2.34)
	(3.11)
	(4.23)
	(5.01)
	(3.84)
	(5.93)
	(5.05)
	(6.46)

	(Pgdp)2
	-0.003 9***
	-0.001 2*
	-0.001 1**
	-0.006 2**
	-0.001 0***
	-0.002 3***
	-0.003 1***
	-0.002 1**
	-0.003 9***
	-0.000 4***

	
	(-2.82)
	(-1.84)
	(-2.22)
	(-2.18)
	(-4.35)
	(-3.07)
	(-3.01)
	(-2.03)
	(-4.82)
	(-2.60)

	Lnrd
	-0.044 0**
	-0.008 3
	-0.008 1**
	-0.084 2
	-0.036 2***
	-0.010 0***
	-0.016 5***
	-0.050 9**
	-0.041 4***
	-0.058 1***

	
	(-2.19)
	(-0.27)
	(-2.45)
	(-1.35)
	(-4.67)
	(-3.01)
	(-3.99)
	(-2.28)
	(-6.40)
	(-6.86)

	Lnis
	0.236 4***
	0.158 3***
	0.216 2***
	0.085 4***
	0.077 8***
	0.148 3***
	0.157 3***
	0.151 8***
	0.103 7***
	0.271 7***

	
	(13.74)
	(4.98)
	(13.59)
	(7.07)
	(7.52)
	(6.66)
	(3.56)
	(2.59)
	(5.62)
	(4.19)

	Lnes
	0.045 3***
	0.048 0***
	0.027 3***
	0.016 3
	0.119 4***
	0.012 8
	0.025 4***
	0.012 0
	0.027 3***
	0.020 1

	
	(3.64)
	(6.83)
	(2.60)
	(0.67)
	(5.34)
	(1.38)
	(2.74)
	(0.94)
	(2.60)
	(1.27)

	Lnur
	-0.180 8***
	-0.082 7
	-0.229 4***
	-0.048 8
	-0.232 6***
	-0.078 6
	-0.255 1***
	-0.039 4
	-0.418 6***
	-0.059 7***

	
	(-8.71)
	(-0.55)
	(-7.93)
	(-1.18)
	(-3.53)
	(-0.93)
	(-3.55)
	(-1.39)
	(-6.22)
	(-1.41)

	N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注:1)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p值
4.4分地区分析
鉴于我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具有极强的资源禀赋异质性，造成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环境权力自由度上可能存在较大区别，也可能导致我国在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政绩激励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使用两步SYS-GMM将相关估计结果展示在表5之中。由表5分析可知，三大地区在环境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系数上分化明显，其中环境分权在东部地区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中部地区为环境分权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西部地区环境显著为正，地方政府竞争指标也呈现出类似特征，总的来说这种分化在东、中和西部地区之间呈现出阶梯化上升趋势。
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来说，其优异的地理位置条件造就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等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的居民总体比较富裕，对环境这类公共品服务的诉求也相对较高，因此政府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在经济以增长来衡量政治政绩，而是从环境等软实力方面开始加以竞争，此外由于东中部地区在财政上资金相对充裕，那么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也较大，所以东中部地区的地方政竞争行为表现为向“逐顶竞争”过渡，从环境分权上看，东、中部地区由于在环境管理权上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较小，那么在该区域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和环境管理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该区域实际环境情况针对性对环境加以治理，从而降低环境污染。西部地区无论是在政府竞争亦或是环境分权上，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大，再者西部地区在发展中的矛盾十分突兀，一方面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区位而导致的单一的经济发展结构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央政府环境权力的下放，有可能使西部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不得不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吸引外来企业和外来资金，最终造成破坏生态环境的局面；此外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和资源禀赋等因素，造成西部地区多是承接的东中部地区的“三高”和污染性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这无异于给西部地区的环境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
表5 分地区实证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1)
	(2)
	(3)
	(4)
	(5)
	(6)

	L.lnpolz
	0.811 5***
	0.917 4***
	0.908 3***
	0.723 2***
	0.650 6***
	0.758 7***

	
	(36.68)
	(35.86)
	(29.05)
	(25.24)
	(19.08)
	(17.10)

	Env
	-0.016 1***
	-0.021 1***
	-0.012 4
	-0.022 3
	0.082 7***
	0.068 0***

	
	(-6.28)
	(-7.25)
	(-0.85)
	(-1.07)
	(3.90)
	(3.57)

	Com
	-0.008 8***
	
	0.101 2**
	
	0.006 7**
	

	
	(-3.31)
	
	(2.17)
	
	(2.52)
	

	Pofdi
	
	-0.020 6***
	
	0.072 4
	
	0.119 0**

	
	
	(-9.24)
	
	(1.05)
	
	(2.38)

	Pgdp
	0.013 0***
	-0.006 6
	0.018 7**
	0.007 7**
	0.033 0**
	0.006 7

	
	(2.92)
	(-1.35)
	(2.49)
	(2.15)
	(2.53)
	(0.82)

	(Pgdp)2
	-0.000 1
	0.001 0**
	-0.000 1**
	-0.000 3
	-0.000 2
	-0.000 4

	
	(-0.19)
	(2.54)
	(-1.98)
	(-1.26)
	(-0.29)
	(-0.70)

	Lnrd
	-0.0231***
	-0.000 6
	-0.000 7
	-0.020 2***
	-0.063 8***
	-0.015 9***

	
	(-4.04)
	(-0.14)
	(-0.14)
	(-4.26)
	(-11.24)
	(-3.20)

	Lnis
	0.000 5
	0.006 0
	0.009 1
	-0.022 1
	-0.028 4*
	-0.013 2

	
	(0.08)
	(1.36)
	(1.26)
	(-1.29)
	(-1.89)
	(-0.96)

	Lnur
	0.001 2
	-0.046 9**
	-0.123 0***
	0.108 1***
	0.205 3***
	0.092 8**

	
	(0.05)
	(-2.56)
	(-6.01)
	(4.05)
	(3.78)
	(2.18)

	Lnes
	0.001 4
	0.005 0
	0.014 7**
	0.007 0
	0.015 9
	0.005 5

	
	(0.12)
	(0.62)
	(2.25)
	(0.73)
	(0.51)
	(0.57)

	_cons
	-0.749 4***
	-0.102 3
	0.082 6
	-1.37 3***
	-2.16 34***
	-1.25 03***

	
	(-7.31)
	(-1.33)
	(0.59)
	(-10.9 6)
	(-7.28)
	(-5.29)

	AR(2)
	-0.69
	-0.75
	-0.74
	-0.72
	-0.53
	-0.68

	
	[0.490]
	[0.453]
	[0.472]
	[0.470]
	[0.594]
	[0.499]

	Hansen test
	24.32
	21.54
	18.64
	25.81
	19.73
	19.80

	
	[0.557]
	[0.548]
	[0.349]
	[0.214]
	[1.000]
	[1.000]

	N
	121
	121
	88
	88
	121
	121



注: 1)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z值，[]内为p值
[bookmark: _Hlk16632345]5结论及政策建议
[bookmark: _GoBack]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和环境分权会对增加中国的环境污染产生双重合力吗？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2005-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多维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指标、环境分权指标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通过两步SYS-GMM模型、广义分位数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和环境分权对中国各省际和三大地区之间的环境污染相关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的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正向解释力，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整体上对环境污染有显著促进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冲击呈现出在低污染地区增加污染，高污染地区抑制污染的现状；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冲击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在“东-中-西”部表现出环境污染从抑制到促进的渐进式阶梯型转变。鉴于以上结论，为了更好地通过政府行为和分权机制的调整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绿色发展，本文出以下建议：
（1）地方政府在竞争时应秉承绿色发展理念，调整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但要考虑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和环境治理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服务，而且还应鼓励科技创新，积极促进与绿色发展理念相一致的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降低对传统能源诸如煤炭和石油等的依赖，完成从以“GDP”增速崇拜向“绿色GDP”上过渡。此外，中央政府应完善相关外商投资法规，对拥有对环境友好的绿色创新技术的外商投资给以政策鼓励和税收优惠，对与绿色发展相悖的外商投资加以限制和禁止，抑制各地方政府“趋劣竞争”和防止出现因竞争过度而诱导环境污染加重的现象。应根据地区各要素禀赋差异，总体上协调外商资金的流向，即中央在地方政府竞争上进行“作对激励”的同时，完成向“作对协调”上转变，再者地方政府不应“以邻为壑”，在吸引外资上更加注重政府联动效应和互利共赢，充分发挥出外商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最大限度抑制环境污染，促进绿色发展。
[bookmark: _Hlk16626300]（2）在环境分权的地区异质性上，中央应厘清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并注重环境管理权力“放”与“管”的结合，因时制宜下放环境管辖权，明确划分各环境部门职责之所在，重新界定权责范围，减少对微观环境管理事务的干预。比如东中部地区拥有完整的绿色产业链条和有较多高新技术企业，应当给与东中部地区更多的环境权力，充分调动中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上的灵活性和环境政策执行效率的高效性，进而加大支持高新技术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由于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中央政府可以适当地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监督和干预力度，并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察技术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逐渐形成西部地区和中央政府共建生态屏障的格局。此外，西部地区还应进一步发挥特色自然资源优势，在引进和借鉴东部地区新能源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新能源产业。比如近年来，新疆建立国家级新能源综合开发基地，大力开发风能发电、光伏发电和新能源电厂，创新性地建立新能源跨省跨区域交易制度，不仅解决了能源“缺口”问题，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大气污染防治步伐等工作做出积极贡献，而且对强化整个西部地区新能源开发利用的薄弱环节，促进能源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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